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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率表现的
行业因素：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伍晓鹰

引　 言

尽管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以减少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出现了大幅度的减速。 虽然官方统计经常被认为

夸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 尤其是夸大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

（Ｗｕ， ２０１４ａ）， 但它显示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从全球金融危机前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３􀆰 ５％降到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的 ７％， 几乎减少了一半 （ＮＢＳ， ２０１５：
６４ －６５）。 这进一步助长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争论。 虽

然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本质， 以及政府应当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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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研究是在 ２０１４ 年发表在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系列 （Ｃｈｉｎａ Ｕｐｄａｔｅ） 的论文 《中国工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的基础上的一个扩展， 包括了所有非工业部门。 这个研究的部分结

果也曾经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 ＲＢＡ） ２０１６ 年中国经济研讨会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ＡＤＢＩ）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报告和讨论过。 感谢深尾京司、 韩雪慧、 何文胜、 黄益

平、 Ｊａｍｅｓ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ｏｎ、 Ｐｅｔ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Ｊｏｈｎ Ｓｉｍｏｎ、 宋立刚、 Ｍａｒｃｅｌ Ｔｉｍｍｅｒ、 Ｒｏｄ Ｔｙｅｒｓ、 王

勇、 胡永泰、 吴延瑞对本章或其更早版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本章所报告的是日本经济、 贸

易和工业研究所 （ＲＩＥＴＩ） 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共同资助支持的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项目的中期成果。 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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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意见， 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 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

经济需要实现从投入驱动型向生产率引导型增长模式的转变。 本章在考虑政府

角色的基础上， 提供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生产率表现的新实证分析和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尽管到目前为止政府自改革以来已

经解决了增长问题———特别是在减缓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长滑坡方

面， 但尚不清楚它是否真正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 为了得到确定的答案， 本

章探索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或行业根源。 本章的

行业分析与其他文献中经常使用的、 聚焦于整个经济的方法完全不同。 更重

要的是， 通过对国家所垄断或影响的产业进行分析， 考察它们对总量经济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可以间接分析政府的作用。 毕竟，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

是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贯彻和进行的。
本章是对作者曾于 ２０１４ 年发表在 “中国经济前沿” 丛书系列 （Ｃｈｉｎａ

Ｕｐｄａｔｅ） 的论文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的一个更新， 但更是一

个扩展。 由于使用了最新版本的包括横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７ 个行业的生产

率账户的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 现在可以将所有非工业

部门系统地纳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
本章的结构如下。 第二节是对有关政府所扮演的特定行业角色的概念性

讨论， 目的是将这个因素引进行业分组。 第三节介绍乔根森 （ Ｄａｌｅ Ｗ􀆰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模型， 该模型是一种考虑了行业因素和行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

的、 对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核算分析的方法。 第四节简要介绍

本章使用的数据、 历史分期以及行业分组。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一种按照市场

或非市场定义的行业分组方法， 后者被用来反映政府干预的程度。 第五节报

告并讨论这个增长核算分析的结果。 最后的结论在第六节给出。

关于政府的角色

与计划时期完全放弃市场经济的做法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

重要的变化， 就是政府不再以行政手段控制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 但是，
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并没有停止。 通过采用不同的补贴或行政手段， 或两者相

结合， 这种干预变得更加有行业针对性。 补贴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形式。 直

接补贴往往伴随着行政干预， 旨在弥补产出损失。 相比之下， 间接补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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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是降低生产者的成本， 包括能源、 土地、 环境、 劳动或资本的成本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ｏ， ２０１０）。 行政干预通过控制或影响产出价格， 以及从任命管

理人员到选择生产技术等的企业经营决策过程， 服务于政府的利益或政策目

标。 为了探索政府的角色， 需要区分受到不同类型政府干预的行业， 以及它

们是直接受到了影响还是通过其他受到行政干预的行业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本章假设政府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行业进行干预， 或采用何种

性质的补贴， 取决于该行业和最终需求之间的距离， 特别是和国际市场之间

的距离。 间接补贴一直被地方政府用来鼓励出口导向的成品和半成品制造

商。 它们所属的行业大部分是下游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支持这些行业对及时

获得人口红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之下， 政府往往干预甚至直接参与上

游行业， 主要是从事资本密集型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的行业， 通常认为这些上

游行业对支持下游行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图 １ 中， 作者采用了

一个简化的只包括主要工业部门的概念流程图来说明政府如何通过 “交叉

补贴” 来影响不同的行业。 本章并没有引入非工业部门， 因为那样做除了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外， 并不会改变它的性质。
在图 １ 中， 从政府开始的深色箭头代表这个 “交叉补贴” 的 “初始点”，

即政府以补贴保持对能源部门的支持。 沿着深色箭头前行， 能源部门进一步

为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部门和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能源。 同样，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部门也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中间材料。
结果是， 如浅色箭头所示， 成品及半成品部门因竞争力提高而产生更多的作

为公共资源的收入， 后者遂成为政府维持和进一步提高补贴的来源。 图１ 用箭

头的大小说明不同部门在提供税收 （公共资源） 方面的地位。 它表明收入主

要来自下游最接近市场的成品及半成品部门。 图１ 还采用一个虚线椭圆代表影

响要素成本的制度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所有的部门都受惠于政府干预产生

的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 包括劳动、 资本、 土地和环境等。 这些未被充

分支付的成本实际上是对未来的透支。
为了理解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的企业行为及其对改善效率和提高生产率的

影响， 本章的研究假说是， 主要接受间接补贴的行业比那些接受直接补贴的

行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 在前一种情况下， 即使企业的竞争力因补贴

而被人为地提高了， 它们的行为可能仍然与市场竞争者的行为一样。 相比之

下， 多数上游行业， 如煤炭、 石油、 电力以及一些基础材料工业行业，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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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交叉补贴” 中的中国工业： 一个探索性的流程

上一直由国有企业主导， 而且技术上没有比较优势。 但是这些部门所承担的

重要的 “战略意义” 在与政府谈判中赋予它们强有力的讨价还价能力。 然

而， 获得政府的补贴意味着必须接受政府的各种控制。 这就扭曲了这些企业

的行为， 妨碍了它们在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进步。

政府对上下游部门不同的干预和补贴实际上是一种 “交叉补贴”。 维持

这一体系的关键是下游部门必须比上游产业成长得更快、 更有效率。 同时，

从下游部门获得的公共收入必须可以弥补直接补贴的成本。 如果下游部门效

率下降， 就需要下游部门实现更高的产出增长以维持公共收入。 但是要达到

这个目的就需要以更高的补贴来维持下游生产者的市场竞争力。 本质上， 不

管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都会造成负外部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即

将一部分当事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其他企业或公众， 或者转变为对未来的

透支。 这种负外部性产生的成本信号会误导投资者和生产者， 其结果容易造

成严重的资源错配， 滋养低效率的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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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ＴＦＰ 行业来源的核算

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对研究方法和数据都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 从方

法上， 需要一个不但可以分析行业各自生产率表现， 以及行业间因生产率差

异而产生的要素重新配置效果， 而且可以在行业分量和经济总量之间建立起

逻辑联系的数量模型。 这个分析模型应该尽可能减少过强的限制性假定， 尽

可能考虑在实际经济中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行业或部门， 完全可能因政府

干预或市场缺陷而面对不同的要素价格。
反映整体经济的总生产函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是一种被

广泛采用的增长因素及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受制于严格的假

设， 即所有 （潜在的） 行业 “都存在一个相同的、 可以单纯相加的增加值

生产函数”， 这意味着 “构成总量的各种异质资本和劳动类型在每一个行业

中都必须接受相同的价格”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ｂ： ３６４ － ３６５）。 鉴于中

国经济中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导致的市场缺陷和制度缺陷， 用这种方法对中

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 本章的研究采用了乔根森的总量

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的分析框架，
再通过多玛权重 （Ｄｏｍ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对所有 （异质） 行业进行加总， 以便更

准确地解释个别行业对总投入和总产出增长所做的贡献。
早在 １９６６ 年， 乔根森就建议采用总量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方法进行增长

核算分析， 该方法抛弃了总生产函数方法中所有 （潜在的） 行业都具有相同

的增加值生产函数的强假设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１９６６）。 后来他在和格洛普、 福劳迈

尼等人分析美国经济各个行业对总投入影响的研究中， 采用了多玛权重对各

个行业进行加总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Ｇｏｌｌｏｐ ａｎｄ Ｆｒａｕｍｅｎｉ， １９８７）。 现在这种方法已经

是国际上增长核算分析领域的标准方法， 不但被用来量化信息技术的生产和

使用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０；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而且被曹静等 （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和伍晓鹰 （Ｗｕ， ２０１６） 应用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中。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 本章从一个行业的总产值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个生

产函数中， 该行业总产值是其资本、 劳动力、 中间投入和技术变化 （令其

与时间趋势相关） 的函数。 这里使用单个行业作为构建模块， 从而能够直

２８



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接跟踪总量经济生产率增长及其要素投入增长的行业根源。 方程 （１） 给出

的是行业水平生产函数， 用 ｊ 来表示每个行业使用不同的中间投入品、 资本

和劳动服务生产出一组产品。

Ｙｊ ＝ ｆ ｊ（Ｋｊ，Ｌｊ，Ｍ ｊ，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Ｙ 代表产出， Ｋ 是资本服务流 （给定时间内有效资本

存量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 的指数， Ｌ 是劳动服务流的指数， 而 Ｍ 是从国

内产业购买 ／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指数。 为了简便略去了时间符号。
在竞争性要素市场、 产能充分利用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 产出的增

长可以用对数方程的形式表示为以成本加权的投入增长和技术变化：

ΔｌｎＹｊ ＝ ｖ－Ｋ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Ｌｊ ΔｌｎＬｊ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 ｖＴｊ （２）

在方程 （２） 中， ｖ－Ｋｊ 、 ｖ－Ｌｊ 和 ｖ－Ｍｊ 分别是 ｖＫｊ ＝
ＰＫ

ｊ Ｋ ｊ

ＰＹ
ｊ Ｙ ｊ

、 ｖＬｊ ＝
ＰＬ

ｊ Ｌ ｊ

ＰＹ
ｊ Ｙ ｊ

和 ｖＭｊ ＝
ＰＭ

ｊ Ｍ ｊ

ＰＹ
ｊ Ｙ ｊ

名义权重的两年期平均水平。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 ｖＫｊ ＋ ｖＬｊ ＋ ｖＭｊ ＝ １ ，
由该行业生产账户名义成本总量控制。 方程 （２） 右边的每个元素分别意味

着资本服务增长 （ ｖ－Ｋｊ ΔｌｎＫ ｊ ）、 劳动力服务增长 （ ｖ－Ｌｊ ΔｌｎＬ ｊ ）、 中间投入增长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 ｖＴｊ ）。
方程 （２） 的优点之一是， 它可以更好地对每种不同类型的投入所做的

贡献进行估计。 例如， 它可以核算不同类型的与特定人口、 教育和职业属性

相关的劳动投入的贡献 （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６０； Ｄｅｎｉｓｏｎ， １９６２；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６７）。 它不再接受把雇员人数或工作时间作为同质劳动投入指

标的强假设。 总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因此被定义为每种劳动类型的 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数量指数：

ΔｌｎＬｊ ＝ ∑ｈ
ｖ－ｈ，ｊΔｌｎＨｈ，ｊ （３ａ）

在方程 （３ａ） 中， ΔｌｎＨｈ，ｊ 代表每个劳动类型 ｈ 工作时间的增长 （ｈ 定义

了不同性别、 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 其成本权重 ｖ－ｈ，ｊ 等于该类型劳动

名义报酬在该行业总劳动收入中的两期平均份额。
相同的方法也适用于 Ｋ 和 Ｍ， 用以估计不同类型的资产 （ Ｚｋ ） 和中间

投入 （ Ｍｍ ） 对生产的贡献， 其两期平均成本权重可分别定义为 ｖ－ｋ，ｊ 和 ｖ－ｍ，ｊ ，
见方程 （３ｂ） 和方程 （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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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ｌｎＫｊ ＝ ∑ｋ
ｖ－ ｋ，ｊΔｌｎＺｋ，ｊ （３ｂ）

ΔｌｎＭ ｊ ＝ ∑ｍ
ｖ－ｍ，ｊΔｌｎＭｍ，ｊ （３ｃ）

应该注意的是， 方程 （２） 与 （３） 就是由国民经济生产和收入账户总

量控制的 ＣＩＰ 行业生产率数据库的方法论框架。 这一点在下面与数据问题相

关的部分会再次被讨论。
如果使用增加值概念， 方程 （２） 可以被重写为：

ΔｌｎＹｊ ＝ ｖ－Ｖｊ ΔｌｎＶｊ ＋ ｖ－Ｍｊ ΔｌｎＭ ｊ （４）

在方程 （４） 中， Ｖ ｊ 表示 ｊ 行业实际的增加值， ｖ－Ｖｊ 是该行业增加值在总产

值中的名义份额。 通过重新整理方程 （２） 和方程 （４）， 可以获得关于行业

增加值增长源泉 （各种投入贡献） 的表达式：

ΔｌｎＶｊ ＝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１
ｖ－Ｖｊ

ｖＴｊ （５）

使用 ＡＰＰＦ 方法得来的总增加值增长被 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指数方程表示为加权的

行业增加值增长率：

ΔｌｎＶ ＝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６）

在方程 （６） 中， ｗ－ ｊ 是行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通过结合方程

（５） 和方程 （６）， 可以生成一个行业资本投入增长、 劳动投入增长和全要

素生产率 （ＴＦＰ） 增长对总增加值增长新的加权贡献表达式：

ΔｌｎＶ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 ∑

ｊ
ｗ－ ｊ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ｗ－ ｊ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ｗ－ ｊ
１
ｖ－Ｖｊ

ｖＴｊ( ) （７）

通过这个新的表达式， 引进了著名的多玛权重加总方法 （ Ｄｏｍａｒ，
１９６１）， 即每个行业在总增加值 （ ｗ－ ｊ ） 中的份额与该行业的增加值率 （ ｖ－Ｖｊ
＝增加值 ／总产值） 之比。

如果假设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所有行业中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 就可

以采用下面的方程表达总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ｖＴ ≡∑
ｊ
ｗ－ ｊΔｌｎＶｊ － ｖ－ＫΔｌｎＫ － ｖ－ＬΔｌｎ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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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如上所论述的， 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本章尝试考察接受和放弃这种假设之间的差异。 将方程 （８） 减去方程

（７）， 得到方程 （９）。 这样就可以将总量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各

个行业加权的 ＴＦＰ 增长以及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或要素重新配置对 ＴＦＰ 的影

响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ｂ）：

ｖＴ ＝ ∑
ｊ

ｗ－ ｊ

ｖ－Ｖｊ
ｖＴｊ( )

＋ ∑
ｊ
ｗ－ ｊ

ｖ－Ｋｊ
ｖ－Ｖｊ

ΔｌｎＫｊ － ｖ－ＫΔｌｎＫ( )

＋ ∑
ｊ
ｗ－ ｊ

ｖ－Ｌｊ
ｖ－Ｖｊ

ΔｌｎＬｊ － ｖ－ＬΔｌｎＬ( )

（９）

对方程 （９） 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括号表达的要素重新配置效果进行简

化得到：

ｖＴ ＝ ∑
ｊ

ｗ－ ｊ

ｖ－Ｖｊ
ｖＴｊ ＋ ρＫ ＋ ρＬ （１０）

方程 （１０） 的三个可加量表达了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个来

源： 多玛权重加权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资本要素重新配置的 ＴＦＰ 效

果和劳动要素重新配置的 ＴＦＰ 效果。 首先注意这个多玛权重的测算方法

（ ｗ－ ｊ ／ ｖ－Ｖｊ ）。 它最初由伊乌西·多玛 （Ｅｖｓｅｙ Ｄｏｍａｒ） 在 １９６１ 年建立。 乔根森

在其增长核算分析框架中采用了这个方法对跨行业进行直接加总。 多玛权重

加总结果并不等于 １。 如果大于 （小于） １， 它意味着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高于 （低于） 各行业加权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这反映了一个

事实， 即生产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变化不仅存在一个 “自我” 效应，
而且会导致下游行业的价格变化， 并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行业间的垂直链条

不断积累。 正如哈尔顿 （Ｈｕｌｔｅｎ， １９７８） 所指出的， 多玛权重加总在行业生

产率增长和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建立了逻辑一致的联系。 总量经

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所以可能超过行业平均生产率增长， 是因为行业之

间可以通过中间投入品的关联增强彼此的生产率。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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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出现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
接下来的两项反映了行业间资本要素 （ρＫ） 和劳动要素 （ ρＬ） 的重新

配置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对要素重新配置效果的测算是各行业通过

资本或劳动投入的多玛权重加总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减去以成本权

重加权的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 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应该特

别强调的是， 当要素重新配置效果足够大或不可以忽略不计时， 说明各个行

业并没有面对同样的要素成本， 这就推翻了被广泛使用的针对整体经济的总

生产函数核算方法的基本假设。 理论上， 不应预期一个显著的要素重新配置

效果发生在一个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中。 但是， 对中国经济来说， “总量经济

生产可能性边界 － 多玛权重加总” 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增长

分析工具。 因为，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可能使不同行业及企业面对不同的

要素成本， 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和低效率。

数据、 行业分组和历史分期

中国分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这项研究受益于一个新的根据 ＫＬＥＭＳ 原则建立起来的、 覆盖整个中国经

济的分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这个数据库是 ＣＩＰ 项目建立的， 目

前仍然在修改和扩展之中。 提供有关 ＣＩＰ 数据的研究历史超出了本章的范

围①。 对数据库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文末文献索引中有关这个工作的三

篇论文 （Ｗｕ， ２０１５ｂ；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Ｗｕ， Ｙｕ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在 ＣＩＰ 项目中， 行业数据建立的原则遵循方程 （２） 和方程 （３ａ）、

（３ｂ）、 （３ｃ） 所表达的基础理论和数据约束。 这意味着行业数据的建立与中

国国民经济生产和收入账户保持了逻辑一致的关系。

６８

① 目前的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项目基于作者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数据库项目， 始于 １９９５ 年并在很

大程度上参与了 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对自 １９１２ 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和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制造业、 矿

业和公用事业表现的数据研究工作， 参见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ａｎｄ Ｗｕ， Ｈ􀆰 Ｘ􀆰 （２００８）， Ｍｃ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ｃ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 （２）： １３ －４４􀆰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２００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９６０ － ２０３０，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Ａ （１９９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ＩＰ 项目始于 ２０１０ 年，
旨在将作者早期的数据工作在 ＫＬＥＭＳ 框架下扩展至所有非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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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 数据的一些特性应该引起注意。 对于产业的分类， 原则上采用中国

标准产业分类的 ２００２ 年版 （ＣＳＩＣ ／ ２００２）， 把整个经济重新分类为 ３７ 个行

业 （见附表 １）。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建基于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不同版本， 它在 １９９２ 年之前遵循物质产品体系 （ＭＰＳ）， 之后遵循联合国

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ＮＡ）。 为了构建中国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０ 年的投入—产出账

户时间序列， 本章使用了中国的 ＳＮＡ 投入—产出账户， 该账户自 １９８７ 年以

来每 ５ 年更新一次； 同时本章将 １９８１ 年的 ＭＰＳ 投入—产出表转化为 ＳＮＡ 类

型投入—产出表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为了对投入—产出账户中的名义值进行平减， 在官方农业和工业部门生

产价格指数 （ＰＰＩ）， 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中有关服务行业价格成

分的基础上， 本章建立了与投入—产出账户相对应的生产价格指数矩阵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严格地说， 本章可以对投入—产出表时间序列采用标

准的价格双平减方法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 然而， 因为价格矩阵仍在修改之

中， 本章的工作仍然使用单平减方法， 即假设投入价格的变化与产出价格的

变化是一样的， 这与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的价格平减方法是一

致的①。
对于所需的劳动力数据， 早期的研究只分析了工业部门 （Ｗｕ ａｎｄ Ｙｕｅ，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ＣＩＰ 项目将整个经济分为 ３７ 个行业并建立了就业的数量

（雇员人数、 工作时间） 矩阵和报酬矩阵。 “就业者” 既包括雇员也包括自由

职业者 （主要是农户和个体零售及运输经营户）。 对就业人员按照性别、 ７ 个年

龄组和 ５ 种教育水平进行了交叉分类 （Ｗｕ， Ｙｕ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构建行业层面的净资本存量被认为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ＣＩＰ 项目使用官

方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分行业年末固定资产存量数据， 重建了工业部门分行业

的年度投资流。 在此基础上根据永续盘存法建立了资本存量。 非工业部门的

投资借鉴了官方的新增固定资产统计。 这一结果， 因官方统计中不存在投资

７８

① Ｗｕ 和 Ｉｔｏ 使用价格双平减方法在行业层面初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重新估计， 参见 Ｗｕ，
Ｈ􀆰 Ｘ􀆰 ａｎｄ Ｉｔｏ， Ｋ􀆰 （２０１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ＩＥＴ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５ － Ｅ － ００４， Ｔｏｋｙ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ｒｉ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１５０１０００５􀆰 ｈｔｍｌ。 应该注意的是， 即使进行价格单平减， 即使完全接受了官方名义

国民经济产出统计， 通过行业增长率加权得到的整个经济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年平均 ＧＤＰ
（增加值） 增长率为 ８􀆰 ９４％ （见表 １）， 也比官方估计的 １０％少 １􀆰 ０６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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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未能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总固定资本数据相吻合。 特定行业的投资平减

指数通过使用投资品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和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指数来构建

（Ｗ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ａ）。 特定行业的折旧率是基于该行业不同的资产使用寿

命， 以及美国国民经济核算所使用的相应资产的经验残值估计的 （Ｈｕｌｔｅｎ
ａｎｄ Ｗｙｋｏｆｆ， １９８１）。

行业分组

为了考察政府干预环境下不同行业的 ＴＦＰ 表现， 本章将 ＣＩＰ 的 ３７ 个行

业按照可能受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程度分为为八个组 （见表 １）。 这个过

程的第一步是把工业部门的 ２４ 个行业分成三组： 能源组， 包括煤矿、 石油

开采和炼油， 以及电力、 煤气、 自来水等公用事业；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Ｃ＆Ｐ）， 包括基础金属、 基础化学品、 建材等； 成品及半成品组 （ＳＦ＆Ｆ），
如服装、 电器设备、 电子产品、 机械产品等。 Ｃ＆Ｐ 组和 ＳＦ＆Ｆ 组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它们与最终消费市场的 “距离”， 能源

组位于最上游， 紧随其后的是 Ｃ＆Ｐ 组， ＳＦ＆Ｆ 组最接近最终消费市场。 相比

其他组而言， ＳＦ＆Ｆ 组也将因此较少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 虽然它仍然可能

享有各种间接补贴 （见图 １）。
非工业部门被分为五组， 然而它们的位置在简单构建的生产链条上无法

被轻易辨认或定义。 其中， 农业部门既面向最终消费市场， 也为食品加工业

和制造业等提供中间品。 就其性质而言， 这个部门完全可能成为间接政策的

重要对象。 同样， 建筑业既提供投资品， 也提供消费品。 如今该部门对 “稳
增长” 至关重要。 整个服务业可以被分为三组： 服务Ⅰ组由提供作为中间投入

的国有垄断服务部门构成， 包括金融中介、 交通和仓储、 电信邮政服务； 服

务Ⅱ组覆盖了剩余的通过市场提供的服务， 是最终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服务Ⅲ
组可以被定义为 “非市场服务业”， 它包括了国家行政部门、 教育和卫生保

健部门的服务 （虽然这个部门的有些服务已经进入了市场交易）。
接下来， 进一步探索前面图 １ 中的三个工业部门分组与政府的关系。 能

源组由于其 “战略重要性”， 即使不是完全由国家所有， 也仍然被大型中央

政府企业所垄断。 这个组别中的企业很容易获得公共资源， 但同时也会受到

很大的行政干预。 处于中游的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Ｃ＆Ｐ） 也被认为是

重要的生产部门， 因此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 虽然不一定采取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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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制的形式。 第三个工业部门组成品及半成品组 （ＳＦ＆Ｆ）， 它不仅包

括私营和外资企业， 而且包括部分国有企业， 尤其是重型机械行业领域的国

有企业。 这些行业的竞争性质决定了政府很难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决策。 平

均而言， 成品及半成品组比其他组更具有劳动力密集性质， 因此更具有中国

经济的比较优势。 基于此， 本章推测该组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快于能

源组和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

历史分期

为了更好地研究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本章

把当前版本的 ＣＩＰ 数据所涵盖的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分成了四个时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第一个分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 的特点是农业集体所有制的瓦解和工业部门开始的以 “计

划 －市场价格双轨制” 为特征的旨在提高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

第二个分期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始于邓小平 １９９２ 年呼吁更加大胆和更深

入的改革， 同时 １９９３ 年官方也正式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这一

时期中国对引进西方技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新一轮的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投资。 与此同时， 由于放松了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管制，

新型私营企业开始吸收大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企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国有企

业职工。 然而， 这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过度投资。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的东亚金

融危机重创了中国经济，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四年的通

货紧缩时期①。

第三个分期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始于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ＷＴＯ） 这一重要事件。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 一方面，

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进一步提升了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开放度， 使中国经济

进一步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接轨。 另一方面， 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受到了一定

影响。 以在加速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护国家利益为名义， 政府支持整顿和扩大

后的国有企业再次崛起； 同时， 在政府间增长竞争加大的压力下， 追求高增

９８

① 中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从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７８ ＝ １００） 的 ３８０􀆰 ８ 下降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４６􀆰 ７； 与此同时，
生产价格指数从 ３１５􀆰 ０ 下降到 ２９９􀆰 ３， 参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ＢＳ）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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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地方政府通过干预资源配置快速推行地方城市化和重工业化。
最后一个分期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始于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时期。 在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 大幅度增强了国

有企业的作用。 此外， 将这段时期与其他时期独立开来也是为了检验金融危

机时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生产率的表现。

估计结果和讨论

ＡＰＰＦ 框架下的增长因素分解

　 　 接下来， 本章在 ＡＰＰＦ 框架下考察中国总量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表

现， 结果列于表 １。 本章依据行业加总的估计结果显示， 中国经济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实际产出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９４％ （注意： 尽管完全采用了

官方数据， 但是由于引入了行业权重， 最终结果低于官方对整体经济给出的

１０％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成品及半成品组一直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部门， 紧随其后的是服务Ⅱ组 （非垄断市场服务

业）。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成品及半成品组略超过服务Ⅱ组。 平均而言，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成品及半成品组贡献了超过 ２５％的实际产出增长， 而服务Ⅱ
贡献了大约 ２０％ 。 农业、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和服务Ⅰ组 （国家垄断）
一起贡献了将近 ４０％ 。 本章估计的整个时期总量 ＴＦ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０􀆰 ８３％ 。
然而， ＴＦＰ 的增长在不同时期存在高度不稳定性。 最好的 ＴＦＰ 增长出现在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为 １􀆰 ６３％ ， 而最差的 ＴＦＰ 增长表现出现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实际上出现了每年 － ２􀆰 ０６％的负增长①。

对于本章考察的整个期间而言， 在 ８􀆰 ９４％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中， 资本投

入的贡献率为 ６􀆰 ７１％，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 １􀆰 ４０％， 整体经济 ＴＦＰ 的贡献

率为 ０􀆰 ８３％。 这意味着实际附加值增长率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为 ６４％， 对

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为２７％， 而对 ＴＦＰ 增长率的依赖程度仅为９％。 资本投

入的贡献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４６％增加到加入 ＷＴＯ 后的 ７１％， 并且在全球

金融危机之后接近 １００％。 另外，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０９

① 可以联系作者索取有关单个行业 ＴＦＰ 增长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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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下降至加入 ＷＴＯ 后的 １９％。 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某种逆

转， 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上升到 ２６％，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质量改进

而不是工作时间增长。 但是， 以目前 ＣＩＰ 数据库所建立的指标， 可以测算出

的资本质量 （资本类型组合） 改进的贡献率还是微不足道的①。

表 １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增长因素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分解各部门对总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

ＡＰＰＦ 模型总增加值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农业 １􀆰 ７５ １􀆰 １８ ０􀆰 ５０ ０􀆰 ６５ １􀆰 １７

　 建筑业 ０􀆰 ３８ ０􀆰 ６４ ０􀆰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５８

　 能源（广义） － ０􀆰 ０６ ０􀆰 ３３ ０􀆰 ７４ ０􀆰 ３０ ０􀆰 ２７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 ０􀆰 ９０ １􀆰 ４９ １􀆰 ５７ １􀆰 ３１ １􀆰 ２８

　 成品及半成品 １􀆰 ８７ ２􀆰 ６５ ２􀆰 ７２ ２􀆰 ０１ ２􀆰 ２９

　 服务Ⅰ ０􀆰 ９２ ０􀆰 ６４ １􀆰 ４７ １􀆰 ２０ ０􀆰 ９８

　 服务Ⅱ １􀆰 ４５ １􀆰 ７４ ２􀆰 ３９ ２􀆰 ３５ １􀆰 ８６

　 服务Ⅲ ０􀆰 ３９ ０􀆰 ３７ ０􀆰 ９４ ０􀆰 ６７ ０􀆰 ５３

分解要素对总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

ＡＰＰＦ 模型总增加值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资本投入： ５􀆰 ００ ６􀆰 １５ ８􀆰 ６３ ９􀆰 ３０ ６􀆰 ７１

　 　 净存量 ５􀆰 ００ ６􀆰 ２２ ８􀆰 ７１ ９􀆰 ３０ ６􀆰 ７５

　 　 资本质量（资本类型组合） － ０􀆰 ０１ － ０􀆰 ０７ － ０􀆰 ０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４

　 劳动投入： １􀆰 ３９ １􀆰 ２６ １􀆰 １９ １􀆰 ９８ １􀆰 ４０

　 　 劳动小时 １􀆰 ３４ ０􀆰 ８８ ０􀆰 ７１ ０􀆰 ３４ ０􀆰 ９２

　 　 劳动质量（组合）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４８ １􀆰 ６５ ０􀆰 ４８

　 整体经济 ＴＦＰ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注： 贡献率是权重调整后的平均增长率。

１９

① 这可能是因为受限于当前 ＣＩＰ 数据库极为有限的资产类型数据 （ “结构” 和 “设备”）。 如

果可以进一步区分信息和通信技术 （ ＩＣＴ） 设备， 预计将会测量出资产类型变化引起的更

高的贡献率。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 这里的 “资本质量” 并不涉及含有新技术的设备。 这

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通过购买获得的， 按照本章的分析方法， 新技术所带来的 “质量提

高” 已经通过成本折算转变成 “数量增加”， 并进入了同质的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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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证估计结果绘制的图 ２ 显示，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没有

持续性。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每年 ＴＦＰ 增长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通

过观察可知， ＴＦＰ 的第一个加速增长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早期开始的， 延

续到了中期， 显然是因为农业改革和全国工业改革的成功启动， 但它是短暂

的。 此后， ＴＦＰ 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并在 １９８９ 年跌至谷底。 后危机时代，
ＴＦＰ 出现短暂复苏。 可以看到唯一稳定和持续的 ＴＦＰ 增长时期出现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 年。 随后又出现下降。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ＴＦＰ 又出现了短暂的复

苏。 后来 ＴＦＰ 复苏就被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 并且进入了负增长， 几乎没

有迹象表明金融危机后 ＴＦＰ 的负增长将很快得到改变。

图 ２　 基于 ＡＰＰＦ 方法估计的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

注： 本年对上年的增长 （％ ）。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１ 的结果绘制。

表 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分解总增加值增长率

总增加值（ＡＰＰＦ） ７􀆰 ６１ ９􀆰 ０４ １１􀆰 ００ ９􀆰 ２３ ８􀆰 ９４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 ４􀆰 ７８ ７􀆰 ２９ ９􀆰 ４４ ８􀆰 ５０ ７􀆰 ０２
　 劳动小时 ２􀆰 ８３ １􀆰 ７５ １􀆰 ５７ ０􀆰 ７３ １􀆰 ９３

分解要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劳动生产率 ４􀆰 ７８ ７􀆰 ２９ ９􀆰 ４４ ８􀆰 ５０ ７􀆰 ０２
　 资本深化 ３􀆰 ５１ ５􀆰 ２８ ７􀆰 ７７ ８􀆰 ９１ ５􀆰 ７１
　 劳动质量（组合） ０􀆰 ０５ ０􀆰 ３８ ０􀆰 ４８ １􀆰 ６５ ０􀆰 ４８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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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２ 里， 首先将中国经济总增加值的年复合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小时增

长和以每小时产出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然后， 将劳动生产率增长进一步

分解为资本深化 （资本 －劳动小时比）、 劳动质量以及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 这

样就可以将工作时间的贡献率与真实劳动生产率改进及其来源区分开来。 很

明显， 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总工作小时量的增加， 这就是常说的人口红利。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口红利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２􀆰 ８３％下降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０􀆰 ７３％ 。 虽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４􀆰 ７８％上升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５０％ ， 但这种劳动生产率

上升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 后者从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３􀆰 ５１％上升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９１％ 。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和前面几个时期相

比较， 就会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资本深化的增长速度。 这

表明过度投资所引起的严重不均衡和资源错配已经开始影响效率表现。

总量经济 ＴＦＰ 增长的行业因素

为了准确估计行业间的要素成本差异， 以及其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 像乔根森等人对美国经济的研究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Ｈｏ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ｏｈ，
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 一样， 本章也在增长核算分析的行业加总步骤中引入了多玛

权重。 表 ３ 第一行的结果是在所有行业的资本和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同这一严

格假设下进行估计得到的， 这与表 １ 和表 ２ 所报告的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结

果相同。 正如前面方程 （９） 所示， 引进多玛权重之后， 总量经济 ＴＦＰ 增长

率可以被分解成三个可加部分： ①多玛权重加总估计的 ＴＦＰ 效应； ②资本

重新分配 ＴＦＰ 效应； ③劳动重新分配 ＴＦＰ 效应。 先来关注第一部分的结果，
这是本章最重要的发现。

平均而言， 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运用多玛权重估计的中国 ＴＦＰ
增长率仅为 ０􀆰 ５２％， 远低于 ０􀆰 ８３％的整体 ＴＦＰ 增长率。 这意味着劳动要素再

分配效果为 ０􀆰 ４４％， 下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表 ３ 还报告了每个行业

组对多玛权重估计的 ＴＦ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 贡献最大的是农业部门， 贡献率

为 ０􀆰 ８３％。 成品及半成品行业组贡献率为 ０􀆰 ５７％ ， 其次是建筑部门为

０􀆰 ０８％ 。 表现最差的是能源组 （ － ０􀆰 ４７％ ）， 其次是服务Ⅱ组 （ － ０􀆰 ３３％ ）
和服务Ⅲ组 （ － ０􀆰 １８％ ）。 行业间 ＴＦＰ 增长的差距说明， 如果在增长核算分

析中假定行业是同质的， 就会极大地扭曲对中国经济生产率真实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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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正如前面阐述的， 观察不同政策转变时期的生产率变化可能有助于理解

政府的角色。 农业部门受益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改革措施， 特别是废除农业

集体化和放松对农村乡镇企业的行政管制。 即使是在最后一个时期， 即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农业部门仍然是 ＴＦＰ 增

长率的最重要的贡献者。 与此同时， 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的

贡献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 （见表 １）。 这表明， 农业部门仍在释放剩余

的资本 （包括土地） 和劳动， 因为它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该部门的平均生

产率水平。 把这些 “剩余要素” 剥离之后， 该部门的要素平均生产率仍然

在增长。 但是， 显然这不是长期增长的源泉， 因为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只是暂

时的①。
研究发现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的 ＴＦＰ 增长最快， 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受到

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 以及后来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的通货紧缩

影响， 多玛权重估计的 ＴＦＰ 增长达到了每年 １􀆰 ７２％ 。 其间受国有企业改革

和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越来越

大， 成品及半成品行业成为最重要的贡献者 （１􀆰 ３５％ ）， 其次是大宗商品和

基础材料组 （０􀆰 ７７％ ）。 建筑行业的生产率也首次转为正值 （０􀆰 １２％ ）， 甚

至能源组生产率的下降也大幅度放缓了， 从较早时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的 －
０􀆰 ７６％降至 － ０􀆰 ２４％ 。

尽管不同行业组的表现不同， 但是可以看到， ２００１ 年年底加入 ＷＴＯ 之

后， 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在放缓而不是在提高。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多玛权重加总的 ＴＦＰ 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５４％ ， 尚不到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实

现的 １􀆰 ７２％增长率的 １ ／ ３。 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２０００
年后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日益增多的干预印证。 这些干预的目的是促进本地

城市化和重工业化， 以提高经济增长率 （Ｗｕ Ｊ􀆰 ， ２００８）。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成品及半成品组和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组对 ＴＦＰ 增长的贡

４９

① 感谢 Ｍａｒｃｅｌ Ｔｉｍｍｅｒ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农业生产率表现的讨论。 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 官方

投入产出账户中有关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可能被严重高估了。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
农业部门的资本报酬在总收入账户中逐渐消失， 在 ２０１２ 年表中已经转为负值。 由于 ＴＦＰ 对

劳动报酬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很敏感， 加上农业部门在整个就业中的份额仍然较大， 本章的

ＴＦＰ 增长率仍然可能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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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与前期相比大幅度下降了， 分别从 １􀆰 ３５％降至 ０􀆰 ５０％和从 ０􀆰 ７７％降至

０􀆰 ２０％ 。 但是， 建筑业和国有垄断服务业 （即服务Ⅰ， 包括交通业、 电信

业和金融服务业） 对 ＴＦＰ 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增加， 分别从 ０􀆰 １２％ 上升到

０􀆰 ２９％和从 － ０􀆰 ５９％ 上升到 ０􀆰 ２８％ 。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垄断收入、 基

本建设补贴， 还有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收入有关， 其中的机理尚待进一

步探讨。

表 ３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单位： ％

年份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整体经济 ＴＦＰ 增长率： １􀆰 ２２ １􀆰 ６３ １􀆰 １９ － ２􀆰 ０６ ０􀆰 ８３

１􀆰 多玛权重加总的 ＴＦＰ 效应 ０􀆰 ６０ １􀆰 ７２ ０􀆰 ５４ － ２􀆰 １０ ０􀆰 ５２

　 农业 ０􀆰 ９９ ０􀆰 ７５ ０􀆰 ８２ ０􀆰 ６８ ０􀆰 ８３

　 建筑业 － ０􀆰 ０５ ０􀆰 １２ ０􀆰 ２９ ０􀆰 ０４ ０􀆰 ０８

　 能源（广义） － ０􀆰 ７６ － ０􀆰 ２４ － ０􀆰 ３２ － ０􀆰 ４９ － ０􀆰 ４７

　 大宗商品和基础材料 － ０􀆰 ５０ ０􀆰 ７７ ０􀆰 ２０ － ０􀆰 ２７ ０􀆰 ０７

　 成品及半成品 ０􀆰 ３０ １􀆰 ３５ ０􀆰 ５０ － ０􀆰 ３５ ０􀆰 ５７

　 服务Ⅰ ０􀆰 ２５ － ０􀆰 ５９ ０􀆰 ２８ － ０􀆰 ０２ － ０􀆰 ０５

　 服务Ⅱ ０􀆰 ３１ － ０􀆰 ４２ － ０􀆰 ７９ － ０􀆰 ９７ － ０􀆰 ３３

　 服务Ⅲ ０􀆰 ０６ － ０􀆰 ０３ － ０􀆰 ４３ － ０􀆰 ７１ － ０􀆰 １８

２􀆰 资本重新配置 ＴＦＰ 效应（rＫ） ０􀆰 ２８ － ０􀆰 ０９ － １􀆰 ０３ － ０􀆰 ０１ － ０􀆰 １２

３􀆰 劳动重新配置 ＴＦＰ 效应（rＬ） ０􀆰 ３５ ０􀆰 ０１ １􀆰 ６８ ０􀆰 ０６ ０􀆰 ４４

　 　 资料来源： 遵循方程 （９） 所做的估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中央政府实施了 ４ 万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同

时带动了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推动的价值可能高达 １８ 万亿元人民币的建设

项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的 ＴＦＰ 增长率每年下降 － ２􀆰 ０６％ 。 因为大多数

刺激经济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建筑业 ＴＦＰ 近乎零增长。 同其

他经历 ＴＦＰ 下降的行业组相比， 垄断性服务业 （服务Ⅰ） 下降的幅度最小

（ － ０􀆰 ０２％ ）。 虽然政府大量注资产生的影响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迅速减弱， 但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还在恶化， 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能

调整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均衡水平。 在这个新的均衡实现之前， ＴＦＰ 的表现

不会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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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效应

表 ３ 显示， 在总量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 ０􀆰 ８３％ 中， 多玛权

重估计贡献了 ０􀆰 ５２％ ， 意味着有 ６０％以上的 ＴＦＰ 增长来自各个行业本身的

生产率贡献， 约 ４０％的份额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果带来的。 根

据方程 （９） 得到的结果是， ０􀆰 ４４％ 来自劳动重新配置效应 （ ρＬ ） 而 －
０􀆰 １２％来自资本重新配置效应 （ρＫ）。

应该注意的是， 这种显著的要素重新配置效应通常不易在较完善的市场

经济中观察到。 乔根森等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ｂ） 对 １９７７ ～ ２０００ 年的美

国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两点： 第一， 重新配置效应通常可以被忽略不计； 第

二， 即使它在某些时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效应一

般朝相反的方向变化。 乔根森等 （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７） 也曾发现对于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９ 年的美国经济来说， 资本的重新配置效应通常是正向的， 而劳

动的重新配置效应一般是负向的。 这是因为资本在资本服务价格高的行业中

增长得更快， 可以引起资本回报率上升， 而劳动在边际报酬高的行业中的增

长相对比较缓慢， 因为它意味着劳动成本的上升。
在中国经济中， 如此显著的资本和劳动要素重新配置效应， 以及它们同预

期效应明显相反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 它说明生产要素在不同的行业中确

实存在显著不同的边际生产率； 第二， 它说明不同行业间存在明显阻碍要素流

动的障碍。 如果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看， 对这种扭曲的修正可能会带来生产率的

提高。 这对被广泛讨论的、 期待已久的结构性改革而言是件好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效应一般是正向的， 这可能

说明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 使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 或者其扭曲程度远小于

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加入 ＷＴＯ 以后， 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应

最为显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达到了 １􀆰 ６８％。 而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恰

恰是出口导向型、 劳动密集型这些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迅速扩张的时期。
资本要素重新配置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它对 ＴＦＰ 增长的正效应仅仅

出现在改革开放早期。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１ 年贡献了 ０􀆰 ２８％ 。 纠正中央计划经济时

期的资源错配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举措。 然而， 此后的 ＴＦＰ 增长变

成负数，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达到 － １􀆰 ０３％ ）。 这可

能是由于这个时期政府的作用重新得到了加强， 重新强化了低效率的国有企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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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上游产业中的地位。
应该给予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这个后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关注。 如表 ３ 所示，

若将此时期与较早时期相比， 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效应都趋于 ０。 劳动的

重新配置效应与危机之前的 １􀆰 ６８％ 相比， 现在仅为 ０􀆰 ０６％ ； 资本的重新配

置效应与危机之前的 － １􀆰 ０３％ 相比， 现在为 ０􀆰 ０１％ 。 这个不寻常的结果表

明， 行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可能趋于停滞。 它反映了政府干预在这一时期有

所加强， 目的是使经济尽量避免受到外部冲击。 如果这一发现符合实际情

况， 就可以说从资源配置 （或不当配置） 的角度来看， 政府应对危机的刺

激方案， 实际上在强化或固化现有的经济结构。

结　 论

本章采用了乔根森的一个 “总量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 －多玛权重加总” 增

长核算分析框架， 对最新建立的覆盖整个经济改革后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２ 年的 ＣＩＰ （中
国行业生产率数据库） 数据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中国总量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

产率表现的行业因素。 这种方法为考察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根源以及

行业间的资源再分配对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
本章的初步结果表明， 中国在整个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期间实现了每年

０􀆰 ８３％的 ＴＦＰ 增长。 这意味着， 与通过行业加权得到的每年 ８􀆰 ９４％ 的增加

值 （ＧＤＰ） 增长率相比， 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对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

为 ９􀆰 ３％ 。 这是一个远小于以前基于整体经济方法估计的所有结果。 例如，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 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 以及 Ｐｅｒｋｉｎｓ 和 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０８） 所估计的 ＴＦＰ 增

长的贡献大约为 ４０％ 。 本章的估计结果也大大低于其他文献中唯一采用了

同样方法的研究结果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只是其他研究结果的 １ ／ ３。 但是

后者的研究期间不同， 只涵盖了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０ 年这段时间。 这种差异可能来

自数据建立、 指标测算、 行业分类以及覆盖程度等任何差异 （例如， 本章

划分了 １１ 个服务业部门， 而 Ｃａｏ 等人把所有不同服务业归于一个部门）， 其

中很多方面还有赖于进一步的数据和计量工作①。

７９

① 除了前面提到的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可能被高估的问题 （如此， ＴＦＰ 增长就会被高估）， 采

取价格单平减方法也会增加 ＴＦＰ 估计的不确定性。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从行业组的角度观察，正如本章所预期的，一般来说不容易受到政府干

预的行业，如农业、成品及半成品组（S F& F组），相比那些容易受到政府

直接干预的行业如能源组有着更高的T F P增长率。从 S F & F组保持正向的

TFP增长率，而能源组则经历了持续的TFP下降这一实证结果来看，上游和

下游行业之间的确存在“交叉补贴”的现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

行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以实现自己的政策意图或目标。

笔者也发现了行业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T F P产生显著影响。这有助于

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政策辩论中有关资源错配这一关键问题。一方面，这种

重新配置资源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确存在阻碍要素流动

的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重置可能带来收益（

政策红利）。各级政府之所以需要按照他们的判断和意向干预资源配置，

是因为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后者应该对资源错配引致的低效率（反映在TFP

增长下降上）承担责任。因此，理顺工商业经营活动和政府管理之间的关

系，并真正允许市场纠正各行业的成本结构，对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旨在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改革（

Restructuring）恰 是 “克强经济学”中最重要且最富挑战性的核心内容。

但是，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结构”。至少，如果不允许更多的、以市场为

导向的行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这样的结构肯定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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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１　 中国行业生产率 （ＣＩＰ ／ ＫＬＥＭＳ） 数据库行业分类与编码

ＣＩＰ 编码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编码 分组 行业

１ ＡｔＢ 农业 农业（农、林、牧、渔） ＡＧＲ

２ １０ 能源 煤炭采掘业 ＣＬＭ

３ １１ 能源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ＰＴＭ

１３ ２３ 能源 炼油及煤制品业 ＰＥＴ

２５ Ｅ 能源 公用业（电力、煤气、自来水、蒸汽） ＵＴＬ

４ １３ Ｃ＆Ｐ 金属矿采掘业 ＭＥＭ

５ １４ Ｃ＆Ｐ 非金属矿采掘业 ＮＭＭ

８ １７ Ｃ＆Ｐ 纺织业 ＴＥＸ

１２ ２１ｔ２２ Ｃ＆Ｐ 造纸、印刷、出版业 Ｐ＆Ｐ

１４ ２４ Ｃ＆Ｐ 基础化学品制造业 ＣＨＥ

１６ ２６ Ｃ＆Ｐ 建筑材料业 ＢＵＩ

１７ ２７ｔ２８ Ｃ＆Ｐ 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压延业 ＭＥＴ

６ １５ Ｆ 食品加工制造业 Ｆ＆Ｂ

７ １６ Ｆ 烟草加工制造业 ＴＢＣ

９ １８ Ｆ 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加工制造业 ＷＥＡ

１０ １９ Ｆ 皮革及皮革制品加工制造业 ＬＥＡ

２３ ３４ｔ３５ Ｆ 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制造业 ＴＲＳ

２４ ３６ｔ３７ Ｆ 其他制造业 ＯＴＨ

１９ ２９ ＳＦ 通用及专业设备制造业 ＭＣＨ

１１ ２０ ＳＦ＆Ｆ 木材加工、家具、木结构制造业 Ｗ＆Ｆ

１５ ２５ ＳＦ＆Ｆ 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 Ｒ＆Ｐ

１８ ２７ｔ２８ ＳＦ＆Ｆ 金属制品业（排除压延） ＭＥＰ

２０ ３１ ＳＦ＆Ｆ 电气设备制造业 ＥＬＥ

２１ ３２ ＳＦ＆Ｆ 电子及通信技术设备制造业 ＩＣＴ

２２ ３０ｔ３３ ＳＦ＆Ｆ 仪器、仪表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ＩＮＳ

２６ Ｆ 建筑业 建筑业 ＣＯＮ

２９ Ⅰ 服务Ⅰ 交通、仓储服务业 Ｔ＆Ｓ

３０ ７１ｔ７４ 服务Ⅰ 邮政服务业 Ｐ＆Ｔ

３１ Ｊ 服务Ⅰ 金融服务业 ＦＩＮ

２７ Ｇ 服务Ⅱ 批发零售服务业 ＳＡＬ

２８ Ｈ 服务Ⅱ 旅店、餐饮服务业 ＨＯＴ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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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ＩＰ 编码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编码 分组 行业

３２ Ｋ 服务Ⅱ 房地产服务业 ＲＥＡ

３３ ７１ｔ７４ 服务Ⅱ 工商服务、租赁服务、技术服务、科研服务业 ＢＵＳ

３７ Ｏ＆Ｐ 服务Ⅱ 其他服务业 ＳＥＲ

３４ Ｌ 服务Ⅲ 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及国防 ＡＤＭ

３５ Ｍ 服务Ⅲ 教育服务业 ＥＤＵ

３６ Ｎ 服务Ⅲ 卫生服务业及社会福利业 ＨＥＡ

　 　 资料来源： 伍晓鹰对 ＣＳＩＣ ／ １９７２、 ＣＳＩＣ ／ １９８５ 和 ＣＳＩＣ ／ １９９４ 等 ＣＳＩＣ 体系下官方数据进行重新分

类的系列研究报告 （见 Ｗｕ ａｎｄ Ｙｕｅ， ２０１２； Ｗｕ ａｎｄ Ｉｔｏ， ２０１５）。 目前中国的 ＣＳＩＣ ／ ２０１１ 分类体系很

大程度上符合 ＩＳＩＣ （第 ４ 版） 的二位元行业标准分类系统， 并且与 ＥＵ － ＫＬＥＭＳ 分类体系一致 （见
Ｔｉ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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